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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

·专题研究·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

楼  劲

摘  要：20 世纪初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不能成立。从儒学常识

化所代表的社会化程度、古文经学兴盛所代表的经学发展、玄学所代表的儒学前

沿讨论和对不同思想理论的兼容并蓄能力等一系列情况来看，魏晋南北朝儒学上

承汉代儒学的发展趋势，发扬汉儒基于现实解经阐义的传统，切实拓展了儒学的

基础、主干、论域、作用和影响，展现出儒学不断随时代递变而发展的广阔场景。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儒学  经学  玄学

一、重新审视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

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是中国现代史学兴起以后思想史领域的一大问题。

1902 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即以两汉为儒学之“极盛”，

至六朝隋唐而“最衰”。A1907 年刊行的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述经学自先

秦“开辟”至汉“极盛”，经魏晋“中衰”和南北朝“分立”，至隋唐归于“统一”，

宋以来则进入“变古”、“积衰”时代。B这都是着眼于汉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来断定

魏晋南北朝儒学、经学“衰落”的。C刘师培持论与之不同，1905 年其撰《经学

 A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3 册，第 629—638 页。其所说

“儒学”即以经学为主干，包括各种阐发孔子及其后学思想的学说。本文亦在此意义上

使用“儒学”一词。

 B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目次”，第 1—2 页。

 C   关于经学与儒学的关系，参见朱维铮《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之“经学、儒学与孔学”

及“儒术与经学”两节（《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8—
13 页）。需要说明的是，朱维铮甚为强调经学作为“统治学说”的性质，本文则将之定

性为“关于儒经之学”和“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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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第 1 册，以第 9 — 15 课分论两汉群经之传授，第 16 — 22 课分论三国两晋

南北朝隋唐经学之况。这是兼顾今、古文经学的内容安排，所呈现的是魏晋以来经

学、儒学继续发展的场景。A但在经历了近代一系列文化变革以后，晚清一度活

跃的今、古文经学因其保守、保皇属性，非被唾弃即被辨伪正谬；B唯有从汉学到

宋学，再到汉学复兴为清代朴学之类的概括，仍深刻影响人们对古代思想、学术递

嬗脉络的认识。结果是持“汉学衰即经学衰”逻辑的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占

了上风，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基本皆略于儒学而突出

玄学及佛、道等动态；至于魏晋以来玄学兴起、子学流播、文学发展以及教育、科

技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亦多以儒学“衰落”为其因缘。尽管也有持论相对中允的讨

论，但整个 20 世纪，学界对魏晋至隋唐经学、儒学演变大势的勾勒，仍可说是以

“衰落”说为基调润色而成的。

中国思想史界受特定框架、脉络说影响，又尤其关注各时期的新说异见与思

潮变迁，所论魏晋南北朝思想状态略于儒学而详于玄学、佛、道，自有其裁剪取

舍之理，但也未尝不是以为此期儒学乏善可陈，失去了思想或理论上的引领作用。

这与当时儒学发展实际明显不符，遮却了其仍在继续活跃，并在政治、社会、思

想文化等领域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的事实，学界对之已续有反思。C随着讨论深

入，魏晋以来儒学发展的更多侧面得到揭示，“衰落”说从立论到证据的问题，亦

已空前明朗起来。

即从经常引用的史料看，《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儒宗传·序》述汉末“纲

纪既衰，儒道尤甚”，魏文帝登位后在灰炭中重建洛阳太学，至明帝时仍颓而不振：

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

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

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

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

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

 A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 1 册，《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077—2082 页。

 B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2—80 页。

 C   如王晓毅《魏晋玄学当代研究略论》指出：“终魏晋之世，儒家的官方哲学主导地位一

直没有根本动摇。”（《东岳论丛》1992 年第 3 期，第 75 页）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

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基本上也持这一看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第 511、535 页）。另参见严耀中：《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学习与探索》 2006 年第 5 期；郝虹：《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

心》，《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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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A

这段记载的主要问题，是为衬托荒乱之际数公“守志弥敦”之可贵，夸大了曹魏儒

学的凋零景象。其中合乎史实的部分，无非大乱历劫之余重建太学之不易，朝廷用

人亦不重醇儒。

从魏末数千太学生徒抗议嵇康之狱一事来看，其学规模实已可观，风气则与东

汉略同。当时朝士干济而通经如王朗、华歆、卫觊、刘劭、傅嘏、崔林、高柔、钟

会者不在少数，学养深厚如高堂隆、王肃、郑冲、荀 等亦不乏人，故正始议圜丘

应者寥寥，要非人罕通礼，而必别有其因。若再考虑曹魏始崇古文经学而今文渐

衰，汉末学术重心又下移至士族世家，其势自魏晋以来持续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这类转折首先冲击的自是官学或庙堂之儒，但其至晋复兴之势极为明显，至于诸私

家之学的绵延与后劲亦史所公认。凡此诸端，均表明历经汉末劫难的儒学，至曹魏

明帝以来，已在迅速恢复之中。故若据上引概括之语而论曹魏之儒学“衰落”，正

所谓一叶障目。

又如《晋书·儒林传·序》曰：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

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

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B

其文指斥西晋玄学清谈之盛及流弊，相关观点约自两晋之际形成某种雏形，大略仅

以之为河洛倾覆之一端，C至唐初史官则更放大玄学与儒学的对立，将之归为晋亡

根源。D但玄学清谈旨在探讨名教本原及名理之讲求，如果一定要找思想根源的话，

导致西晋灭亡、中原沉沦以及江东政权最终弱于北方的，并不是名教、儒学不够兴

盛，而正是其被玄学贬责的失本异化而说教流行、积弊丛生。因此，实不应将灭亡

原因归于玄学对之纠偏还不够切实有效及流衍出新的问题，况且玄学与儒学也不是

相峙对冲、此消彼长的关系，魏末至西晋玄风愈盛，司马氏则以家世诸生，较之曹

魏尤重经学，史载当时“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E后来拯晋国祚的王

 A   《三国志》卷 13《魏书·王朗传附王肃传》裴注引《魏略》，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第 420—421 页。

 B   《晋书》卷 91《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346 页。

 C   干宝《晋纪总论》遍举西晋灭亡诸因，其中一端指斥其风俗之坏，有“学者以庄老为宗

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等语（《文选》卷 49 《史论上》，北京：中华书

局，1977 年，第 692 页）。

 D   唐初虽袭东晋关于南学简要而北学繁芜之说，但总体仍因其立场而尚北朝的雄强质朴实

用，诋南方的奢丽纤巧玄虚，以至把两晋南朝灭亡归因于玄学。章太炎《五朝学》即斥

其“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4 年，第 69 页）。

 E   《晋书》卷 75《荀崧传》，第 19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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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谢安等人，亦皆为兼好玄学的儒生。则所谓两晋莫不弃儒崇玄并非实情，若进

而以不足取信的“玄学祸国论”证明其时儒学“衰落”，恐不免误上加误。

再如《梁书·儒林传·序》载：

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时荀 、挚虞之徒，虽删定

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

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

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

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A

所述正始以后人尚玄虚，为儒盖寡，与《晋书·儒林传·序》的渲染相类，可见其

确为唐初总结魏晋思想学术的官方口径。至于其概括的东晋、宋、齐之况，明显是

要烘托下文所述梁武帝时文教之盛，与沈约《宋书》述魏晋“儒教尽矣”而元嘉兴

学则“有前王之遗典”，B萧子显《南齐书》称晋、宋儒风不振而齐初复兴，C俱为

褒扬当今、刻意贬抑前代之说。其所述唯国学之况尚可参考一二，至于“乡里莫或

开馆，公卿罕通经术”至“三德六艺，其废久矣”数语，则全然不符梁以前儒学之

况，D又岂能据此而断其衰颓？

上举记载，或以一时之况概括全体，或因既定口径扭曲史实，或为扬此抑彼有

违中允，然其论者无不钟情儒学，所发皆为有其诉求的痛切之论，而非真以儒学为

穷途末路、衰朽不堪。但至 20 世纪，沿此而说魏晋南北朝 “儒学衰落”者，则在

完全不同的背景、立场、感情和诉求下偏取其说，通盘接过了其所论失实的症结。

这也可见有关研究亟待破除成见，深入总结以往思想史研究的得失，尤其是要重新

梳理大量记载所示现象的内在联系，方能准确评估魏晋以来儒学演化的态势及其在

中古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以下即在前人所论基础上，集中观察魏晋南北朝儒学在一些基本方面的主导地

位和发展进程，廓清相关史实与问题，以助于这个重要时期思想、学术与文化史脉

络的建构。

二、“儒学常识化”趋势及相关现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王霸杂治，到东汉儒学在统治指导思想中的地位趋于巩

 A   《梁书》卷 48《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661 页。

 B   《宋书》卷55 《臧焘徐广傅隆传》“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52—1553页。

 C   《南齐书》卷 39《刘 陆澄传》“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686—687 页。

 D   宋、齐时公卿百官通经著述者如何承天、王俭等为数甚多，不烦赘举。至于当时私学之

盛，参见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关于此期乡校家馆、名师学馆及自

学、游学与家传世授的讨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70—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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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与之相伴的，是儒学之影响深入社会各领域。儒学基本理念、准则和有关知识

开始被社会广泛认同，从而使之从原来的诸子显学之一，逐渐转化为社会生活尤其

是公共领域普遍适用的一种基本知识。所谓“儒学常识化”，即指其从特定学说不

断社会化为公共知识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普及成为常识的进程。这是魏晋以来儒学

发展最为基本和影响深远的趋势。

儒学走向普及的突出表现是经学成为学童课程，其始正在东汉。《齐民要术》

引崔寔《四民月令》述正月之事：

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谓十五以上至二十也）。

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谓九岁以上，十四以下。篇章谓六甲、

九九、《急就》、《三仓》之属）。A

又《北堂书钞·艺文部》引《四民月令》云：“十月，砚水冻，令幼童读《孝经》

《论语》。”B崔氏此书所述大体为东汉乡村之况而有一定的理想成分。这两条佚文是

说有条件的幼童一般须入小学习书、数，同时诵习《孝经》《论语》以为儒学初阶，

成童得入大学深造者则习五经。C这是西汉以来“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之谚

开始深入人心的体现，D实际状态在东汉多有其证。王充《论衡·自纪篇》曰：

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

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

日讽千字。E

这所书馆有小童百人以上，表明在东汉初年浙东一带，书、数之学仍是学童的先

修之课。而王充 6 岁入馆习书、数，再习《论语》《尚书》的年龄仅为 8 岁，可见

其确在幼童时已诵习儒经。从桓、灵时期北海邴原的学习经历来看，他 11 岁丧父，

邻近书舍之师怜其家贫早孤，免费收之入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F

可见东汉后期确有诵习《孝经》《论语》的乡村小学，所体现的正是一段时期以来

习经年龄段下降的态势。

 A   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 3 《杂说》引，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第 226 页。此处“太学”是用古义，指供小学结业者深造之大学。石声汉《四

民月令校注》即作“大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9 页）。《三仓》即秦以来流

行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

 B   《北堂书钞》卷 104《艺文部十·砚》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435 页。

 C   如西汉元帝时史游所编《急就篇》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

令文。”（《仿唐石经体写本急就篇》，黎庶昌辑：《古逸丛书》，扬州：广陵书社，2013
年，下册，第 161 页）

 D   《汉书》卷 73《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107 页。

 E   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 30《自纪篇》，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1188 页。

 F   《三国志》卷 11《魏书·邴原传》裴注引《原别传》，第 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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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 8 岁所习包括《尚书》，可见，继《孝经》《论语》成为幼童教材后，五经

在东汉已开始为幼童所习。在古今中外的知识系统中，某种学问从进修深造之科变

为学童课程，均是其从专精之学普及化、社会化为公共基础知识的关键一步。汉魏

以来经学进入学童课程的情况虽错杂不一，但士人在幼童阶段已通《诗经》《尚书》

等经，其例在记载中确在增多，A这是士人引领社会风气和儒学常识化势头强劲的

反映。其典型如曹魏钟会曾为母作传，自述幼少时之课业曰：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

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

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B

钟会为名公之子，学历之系统堪称典范，C其进阶大略仍循《四民月令》所说 14
岁前在小学，15 岁入大学进修深造，不过其小学所习已以五经为主，而书、数训

练当在其 8 岁前诵《孝经》《论语》时同步进行。故钟会的学习经历，总的来说仍

合乎当时五经从原大学课业向学童教材过渡的整体趋势。到《颜氏家训·勉学》

篇，述当时“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

《诗》《论》”。D可见南北朝士人幼习五经已趋普遍。

在士人自幼一般已通《诗经》《论语》的风气影响下，南北朝时一般乡村小学

也已教授五经。如宋齐时吴郡盐官人顾欢：

年六七岁昼（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乡中有学

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

《论》。及长，笃志好学。E

可见南朝幼童仍先学“六甲”习书、数，乡间小学除习《孝经》《论语》外，也把

《诗经》等列入课程。又如北魏后期武邑人刘兰：

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

《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

便白其兄：“兰欲讲书。”其兄笑而听之，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

 A   《后汉书》卷 24《马援传》载其同郡朱勃，“年十二能诵《诗》《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850 页）。《三国志》卷 10《魏书·荀彧传》裴注引张璠《汉纪》，述荀彧叔

父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论语》”（第 307 页）；同书卷 57《吴书·陆绩传》载其

自述“幼敦《诗》《书》，长玩《礼》《易》”（第 1329 页）。《晋书》卷 91《儒林·孔衍

传》载其为孔子二十二世孙，“年十二，能通《诗》《书》”；同卷《范宣传》载其“年十

岁，能诵《诗》《书》”（第 2359—2360 页）。

 B   《三国志》卷 28《钟会传》裴注引其母传，第 785 页。

 C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三国志札记·诵〈孝经〉》，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41—43 页。

 D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 3《勉学》，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72 页。

 E   《南齐书》卷 54《高逸·顾欢传》，第 9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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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A

刘兰入学虽晚，但亦可见北朝乡村小学仍习“篇章”，而儒学气息较浓的《急就篇》

重要性似已超过属于史书学吏传统的《三仓》。三年后其所立“黉舍”，自是简陋

的村学，所教大抵应随常例，B刘兰粗通的《诗》《礼》《春秋》，恐必在教授之列。

也正是从士人到庶民、自《孝经》《论语》至五经、由大学课程下移为普通乡

村小学教材的普及过程，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儒学常识化进程的基本趋势。至于其发

展到唐、五代时期的状态，则可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示西陲偏地流行的有关读本之

况见其大概。

一是文书中多有儒经教材。学者曾统计敦煌吐鲁番及黑水城文书中共有儒经

文本近 40 种，其中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孝经》（10 种）、《毛诗》（6 种）、《论语》

（5 种）。C结合前文所述学童读经之况，恐怕这正是由于它们长期作为小学教材，

普及程度相对较高的缘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总数约 200 件的敦煌儒经残卷

中，有近 10% 为六朝写本。其中如敦研 366 号为北魏和平二年（461）十一月六

日唐丰国所写的白文《孝经》残卷，D这是北魏前期《孝经》写本直至唐以来仍

被传习的证据。P. 2570《毛诗》残卷正文为六朝书风，其后又有约 9 世纪前期吐

蕃“寅年净土寺学士赵令全读为记”的题记，E似为当时沙州一带寺学所用的六

朝旧本。这些状况说明儒学常识化早已抵达西北地区基层，即便吐蕃治下的沙州

寺学亦然。F

二是魏晋南北朝新编的蒙学教材无不渗透儒家思想。这些教材从多个方面体

现、阐扬了儒经观念，其大量涌现，实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重要现象，也是秦汉

流行的书学教材大都在隋唐前失传的主要背景。敦煌文书所见识字书中数量最多的

《千字文》和《开蒙要训》亦此期所出，G前者学界熟知，后者以霍山为南岳，似应

 A   《魏书》卷 84《儒林·刘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851 页。

 B   《齐民要术·杂说》述十一月之事：“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

学。可酿醢，籴秔稻、栗、豆、麻子。”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误删“入”字（第 240
页）。诸家《四民月令》辑本辑入此条，然原文既不出书名，盖节取《四民月令》并羼

入其他文字而述北朝流行之况，刘兰所入及所办小学当不例外。

 C   王素：《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故宫博物

院院刊》2005 年第 1 期。以下所引敦煌儒经残卷总数及六朝旧本数皆据此文。

 D   邰惠莉等：《叙录·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下）》，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兰

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 卷，第 314 页。

 E   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年，第 276—
277 页。

 F   约西晋时，儒家典籍如《论语》已传入日本，一般以为这是儒学在日本流播的开端。参

见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5—57 页。

 G   郑阿财《〈开蒙要训〉的语文教育与知识积累》（《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述敦煌文书中的《千字文》残卷超过 150 件，《开蒙要训》残卷有 79 件。



78

	 历	 史	 研	 究	 2022 年第 3 期	

编写于隋开皇九年（589）改以衡山为南岳前，内容更多面向庶俗，其首句“乾坤

覆载”显然与《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黄”同本于《易》传，其他内容亦多贯穿着

儒经中的相关观念。A又如敦煌文书中数量最多的家训类蒙书——唐人所撰《太公

家教》，P. 2564 文书存其序文，明确交代此书宗旨为“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

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诱童儿，流传万代”。B这类教材在敦煌一带的流

行，可谓儒学常识化至唐已完全巩固下来的标志。

三是女性教育及其读本也渗透了儒家崇尚的伦理准则和女德观念。魏晋至唐，

《列女传》《女诫》《女孝经》《女论语》等书不断涌现，C皆为三从四德等观念影响

士女及于庶民的反映。敦煌文书 P. 2598《新集文词九经抄》残卷引有《妇诫》一

则，D可知这类读本在敦煌一带亦有流行。另有 P. 2633 等 3 件《崔氏夫人训女文》

抄本残卷，E为七言嫁女训语，开头铺叙嫁事后即曰“教汝前头行妇礼，但依言语

莫相违”，其后内容包括守分、慎言、谦恭、别内外、尊舅姑、睦宗亲、敬夫婿各

节，也就是所谓“妇礼”之要节。这是借高门训女之名而流传至广的读本，其中的

具体言行要求皆符《太公家教》等处所述女性范则，F也切合当时敦煌地区关于女

 A   如《开蒙要训》关于君王统治部分说“君王有道，恩惠弘廓。万国归投，兆民欢跃”。

将其与《急就篇》所说“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千字文》所述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伏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

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作比较，可以看出《急就篇》之文也受儒学影响，却不像

《千字文》所述那样自《尧典》化出，《开蒙要训》显然承此而简化之。

 B   据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敦煌学辑刊》1984 年第 1 期）统计，《太公

家教》共有 36 个残卷；其后，张新朋《〈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补》（《敦煌

学辑刊》2012 年第 3 期）又从俄藏敦煌文书等处先后发现 16 件残卷。本文所引《太公

家教》录文据高国藩文。

 C   《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刘向以来诸家列女传赞 10 部，另有《女记》《妒记》

之类；子部儒家类著录《曹大家女诫》等女性鉴诫书 6 部（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

第 978、999 页）。《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女训》等书 30 部（北京：中华

书局，1975 年，第 1486—1487 页）。

 D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6 册，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1 年，第 183—186 页。

 E   P. 2633 原题“崔氏夫人要女文”，S. 4129 原题“崔氏夫人女文训”，S. 5643 原题“女

文”。3 件残卷中，以第一件相对完整，文后附有“白侍郎赞”语，述“崔氏训女，万

古传名，细而察之，实亦周备”云云，末有题记“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是其当

时甚受推重，且自长安印本传抄而来。今题及录文俱据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

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413—414 页。

 F   如《崔氏夫人训女文》说“路上逢人须敛手，尊卑回避莫汤前”，《太公家教》则述妇人

须“所有言语，下气低声”。前者述夫婿醉酒须含笑服侍，后者则说“新妇侍君，同于

侍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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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观念形态。A考虑到女性所具知识、观念对家庭与社会教育特有的影响，敦煌

文书所示西陲女性教育和读本之况，自是儒学常识化具体而微的体现。

这些状态透露的儒学常识化之要，是儒经及其所重理念和知识成为启蒙教育

及小学所习的基干内容，故读书人自幼例须诵经，非读书人也多少熟悉、认同其

中的普适部分，其他如天地人间等各种知识也都被不同程度地溯源和筑基于此，

从而使儒学成为解释其他知识的一种基础性知识，也就罔论其无所不在的指导作

用和影响了。

上举诸例多为民间自发现象，也表明儒学常识化进程不仅是当局立之于官学、

诱之以利禄的产物，而且是朝野持续互动，整套华夏秩序与特定意识形态交相推

进、演化的结果，故对全社会均有错综深远的影响。而这当然也及于儒学自身的生

态，包括其作为常识化了的意识形态特有的资源优势和同化作用，尤其发展形态与

以往作为特定学说之时已相当不同，还包括其思想前沿发生的较多异端、官学读经

的颓势难振而私家之学的更趋活跃等。其中一些即被以往思想史界看作儒学“衰

落”之征，但从常识化的总体趋势来看，却是儒学获得巨大发展和空前广阔的社会

基础的题中之义。

三、古文经学的兴起、发展与成就

如果说常识化是儒学深入全社会并构成其重要底色的过程，那么经学尤其是古

文经学的迅猛发展及新说纷涌，就集中代表了儒学仍有巨大的学术、理论活力和影

响。儒学基本理念和一般知识既然成为常识，以往围绕师说家法或争立官学的大量

争论或被消解，或改变方式，其主体部分的讨论也就少了一些扣人心弦和跌宕起伏

的事件，却在其前沿多了各种沉潜研究和新的争执。作为指导统治的理论依据，儒

经大义及其待发之覆与形势递变同学术、思想领域的事态相互激荡，使魏晋南北朝

的经学全无衰落的灰败而是精彩纷呈。

《宋书·礼志一》载东晋初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经学博士之员，其言有曰：

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先儒典

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

学，置博士十九人。B

 A   P. 3556 录有 3 篇比丘尼的邈真赞，3 人皆张义潮、曹议金之裔，邈真赞述其出家前资

性，或言“间生灵德，神授柔和”，或称“雍雍守道”、“穆穆柔仪”，或谓“自生神授

于坤仪，立性天资于妇道”。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第 387、396、398 页。这类套语多见于魏晋以来女性墓志，为士庶女德规范

已被儒学观念格式化之体现。

 B   《宋书》卷 14《礼志一》，第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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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所立五经博士 19 人，学界认为其多承曹魏而来，荀崧列举的各家，除何休

《春秋公羊传解诂》、尹更始《春秋穀梁传章句》属今文家外，其余皆古文家。可见

曹丕代汉重建国学后至三少帝时，古文经学已确立官方优势地位，这是经学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以至王国维考此而称“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

之际”。A两晋以来今文各家大多凋零失传，古文学优势进一步巩固，其诸多注解

义疏实为当时经学发展及其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的集中代表，历南北朝隋唐而莫不

皆然。况今、古文经学消长自王莽至东汉已甚明显，至贾逵、马融、服虔尤其是郑

玄以来，虽还抑在民间，而已风靡天下，其学“左今右古”而多兼取其长，总体特

点和风格无疑仍属汉学。故今文经学渐趋凋零不能等同于经学衰落，也不能说是汉

学衰落。导致这种错觉的症结，除自承汉学正宗的今文家或朴学立场影响外，恐怕

还是因为视经学为无用甚至有害的诸多近现代学者，对古文经学所以兴起并代表汉

魏以来经学发展主流的问题兴趣乏乏之故。

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的兴起，既有孔壁古经已甚流行等经学自身文本、义理

讨论的内在原因，更与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已臻极盛而统治危机一再出现的局面密切

相关。哀帝的再受命与王莽摄政谋位，均接续了此前部分今文经师代表的汉家运终

之说，但真要以易代来消解统治危机，却受到处于一尊地位的今文经学所尚纲常秩

序，尤其是君臣大义的强烈制约。《汉书·盖宽饶传》载其宣帝时上封事：

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

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

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 ，大逆

不道……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B

其时儒生真可谓志虑忠纯而生机蓬勃、锐气逼人。《韩氏易传》及董仲舒等人的同

类论述，是汉初革命以来儒学自由发展之时的经师之说，到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成

为官方学术后，其说仍为后学相承讨论。但此时儒学发展、发挥最多的自然不是这

类言论，而是极尽强调纲常秩序并将之体系化而归为天道的内容，两者内在是冲突

的。盖宽饶引前儒所说论政言禅被视为“大逆不道”，实即今文家原心定罪的套路，

是一段时期以来格外强调纲常的结果。武帝以后“意欲求䄠䄠”者络绎，多以有违君

臣大义被诛，却广受同情。C这说明其事已难袭用作茧自缚的今文经学，但也不能

完全离开经学另立理据。流传于民间的古文经学遂因其很少涉及政论，较重训诂、

学理以明圣人制作和王道内涵而令当朝注目。但古文经学仍缺少对圣人出世、天命

 A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 4《艺林四·汉魏博士考》，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88—191 页。

 B   《汉书》卷 77《盖宽饶传》，第 3247—3248 页。

 C   参见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蒙默编：《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 年，第
1 册，第 315—329、358—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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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系统阐述，遂又须借助于依傍儒经、神化圣王而多谶言的纬书。因而古文经

学与纬书在成、哀以来一并崛起流行绝非偶然，A实因当时政局与政治思想的禅代

主题催化而来。

有必要强调这是大一统王朝力图解决有序易代问题的真正起点。自秦始皇综采

各家学说，其中也包括三皇五帝之说及某些儒家理想，建立王朝体制，B欲传之无

穷，及其身死不久而竟崩解覆灭。至汉朝承其框架调整国策，又独尊儒术，完善秩

序，儒生以其核心可与天道同存，然亦迭遇统治危机而有易代之虞。作为华夏政治

文明长期演化发育的结晶，秦汉建立的王朝体制确有其不可及处，但在有序易代问

题上暂时还是一片空白，其“家天下”体制特质又注定有些统治危机非易代即难消

解，若以暴力进行则势必血流漂杵，遂须寻求和平过渡之方，使皇家易姓而基本体

制和秩序仍得存续发展。

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正是从西汉今文经师接续战国以来禅让之说的“求䄠䄠”

探讨始，经王莽兼用古文经学和纬书证成禅代、建立新朝，然仅 10 余年即崩解灭

亡，可谓成败参半的首次实践；到崛起于义军的刘秀承用“汉家尧后”、“赤帝九

世”说称帝复汉，虽痛诋王莽篡位而成、哀复古之制多得保留，古文经学与纬书流

行大势已成；C再到曹魏、西晋相继禅代堪称成功，遂为南北朝隋唐历次禅代沿用

之“故事”。所有这些政治实践和探讨的理论基础，无一例外是与纬书相连为说的

古文经学。D正是这一过程，使王朝体制具备了通过有序易代消解统治危机的途径、

机制，由此极大地影响了整套制度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进程，而这数百年中接踵相

继的禅代探索和实践，也构成了此期古文经学长盛不衰的一大动力。

当然驱动魏晋以来古文经学不断发展的因素远不止此。禅让易代无非政治、社

会、学术、思想等方面事态的集中体现，围绕这些方面的经义阐释问题本就丛生叠

出；各地的割据和南北对峙争统，以及学术重心常在士族世家而呈区域化特色，自

亦增加了经解义说的头绪和支派；加之古文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后，已是所有需要回

到儒经原典及其义解来讨论的问题焦点，更催发了各家经传注疏的大量涌现。《隋

 A   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学刊》第 7 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37—161 页。

 B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0 年，第 251 页。

 C   参见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84—89、249—257、313—315 页；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

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29—436 页。

 D   东汉以来惯以纬书及相关内容为“内学”，与五经构成内外辅成关系。以古兼今而影响

最大的郑玄常以纬书注经，亦曾遍注纬书。至魏晋以来纬书遭禁而部分亡佚，然其佚文

仍多见于郑玄等各家注疏。参见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8 年，第 17—18、176—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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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经籍志一》经部后叙述其著录之书：

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计亡书，合

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A

以其“通计亡书”之数，较之《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六艺略“一百三家，三千一百 

二十三篇”，B共增加 847 部、4167 卷，其中大部分皆古文经学之流。这些数字虽有

统计误差及分类、著录等问题，其部帙篇卷之况又受到简帛转为纸本等多重影响，仍

可反映魏晋至隋经学著述量远超两汉。再就其质而言，仅魏晋时期即有《易》之王弼

注阐明义理，自标新学，一改以往《易》学的象数传统；《论语》何晏集解裁择今、古

各家所释，断以己意，以绍述圣贤，存其精义；《左传》杜预注以经、传合一，明其义

例，综取各家以为诠解，不仅集成《左氏》之学，亦开《春秋》研究新风；东晋初梅

赜奏上《尚书》孔传，后世虽斥之为伪，却全面总结了汉以来《尚书》学成就，并以

篇章完整、训注明晰、弘扬圣王之道尤为系统，终至诸家皆亡而独自流传。C其余如

礼学自魏晋以来甚为朝野所重，几成为六艺之首，除郑玄三礼注常为正宗外，王肃三

礼解及各家《丧服传》等又标新立异与之争锋，尤其结合实际阐其幽微的各种礼论已

蔚为大观。D凡此皆移一时风气，示来者轨辙，历数百年而愈受推重，为经学史上不

容略过的大节，又尤足见其时经学根本不是衰落，而是成就甚巨。

魏晋以来经传注疏的长足发展，还表现为古文经学并不墨守师说家法、好兼

综诸经等风气的流行，E以及井田、乡党、庠序、昊天、禘祫、六宗、明堂、声律

等一系列问题在汉代基础上的进一步讨论。清儒对此多有梳理，近年学界更着力还

原其中部分问题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和内在脉络，可见其往往始于某一经文的

阐解而遍涉五经相关内容，及于前贤之释和史、子所说，从而形成郑、王等不同学

派、倾向和立场之争，其中既有结合实际、利害切身的部分，也有相对纯粹的学理

探讨，又不时交织以致风起云涌。F即便是一些具体的文义解释，本来只在经师案

 A   《隋书》卷 32《经籍志一》，第 947 页。

 B   《汉书》卷 30《艺文志》，第 1723 页。

 C   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95—199 页。

 D   《宋书》卷 55《傅隆传》载其订补文帝时所撰《礼论》，上表称魏晋以来礼学虽章句训

诂不及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摛文列锦，焕烂可观”（第 1551—1552 页）。同

书卷 64 《何承天传》载其晋末与傅隆共撰朝仪，元嘉二十四年（447）卒，“先是，《礼

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第 1711 页）。此 800 卷《礼

论》，显然多形成于魏晋。礼论为衔接礼经与五礼的关键，乃后者之理论基础。

 E   廖平：《今古学考》卷上《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

（一）》，成都：巴蜀书社，1989 年，第 44—45 页。

 F   如宁镇疆：《郑玄、王肃郊祀立说再审视》，《历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华喆：《高贵乡

公太学问〈尚书〉事探微——兼论“天命”理想在魏晋的终结》，《中国史研究》2018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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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加以考究，但也会因时势触动而迭起变化。

如《论语·尧曰》述尧舜禅让有“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等语，而

古文《尚书》之《大禹谟》载舜禹禅让，也间隔着有此数语。“困穷”、“永终”在

其上下文中是表示运终数绝的凶辞，A但何晏等所撰《论语集解》释《尧曰》此数

语并不取《尚书》，而是据东汉《张侯论》传人包咸的《章句》，解作祝福勉励的

吉语。B二义在汉魏和魏晋禅代时分别为旧主禅位和新帝登基的诏策所采，到南

北朝禅代时，同类诏策无论旧主、新帝已皆如《尚书》以“困穷”、“永终”为凶

辞。C清人毛奇龄《论语稽求篇》考当时皆“以‘天禄永终’继‘困穷’之后，为

却位绝天之辞。而于是策书改，即《论语》亦俱改矣。此实经籍文体升降，前后一

大关节”。D不过当时据改《尧曰》释义的恐怕只是部分经师，因为从萧梁皇侃《论

语义疏》到唐宋官本《论语注疏》，仍皆取本《论语集解》。E可见魏晋南北朝历

次禅代虽牵动相关经文的诠释态势而生纷歧，然以晋唐《论语》学本身而言，何晏

等所释显然仍因其合乎学理多得认同，即便被南北儒生订补充实，F亦属其影响甚

大得以汇聚诸家之说而不断发展的体现。

像这样经文义解既有自身学脉、诠释疑难，又与现实不失关联而得多重推动的

状态，直接说明了魏晋南北朝《论语》各家训解今仍可考者多达50余种，G以及五

经各家注疏所以大量涌现的背景。至于此期经学发展的成就，在唐初撰定《五经正

 A   《论语注疏》卷 20《尧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535 页；《尚书正义》卷 4《大禹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36 页。本文不涉

入《尧曰》及《大禹谟》真伪之争，况《尚书》孔安国传在汉魏及魏晋禅让时尚存，其

时旧主禅位策文以“天禄永终”为凶语，应即据此。

 B   《覆正平本论语集解》，黎庶昌辑：《古逸丛书》，上册，第 100 页。

 C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 39《尧曰》，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345—1350 页；刘

宝楠：《论语正义》卷 23《尧曰》，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756—758 页。

 D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 39《尧曰》引，第 1347 页。

 E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 10《尧曰》，钟谦钧辑：《古经解汇函》，扬州：广陵书社，
2012 年，第 1414 页；《论语注疏》卷首疏序、卷 20《尧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第 2454、2535 页。

 F   《隋书》卷 32《经籍志一》述北朝《论语》先用郑注，至隋亦已“何、郑并行”（第
939 页）。

 G   吴承仕在《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考皇侃《论语义疏序》列江熙所集晋人训解 13 家，

加皇疏所引及不见其引的梁以前注疏，删除重复后共计 45 家（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33 页）。除去其中汉之马融、郑玄、包咸及不知时期之周氏，得 41 家。其所不

含而隋志及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著录的，包括北朝隋人所著、不知名氏所撰和梁末

亡佚的《论语》训解之作，又有 10 余家。参见《隋书》卷 32《经籍志一》，第 936—
937 页；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店，1937 年，第
4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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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及高宗以来续定的四经注疏中更有集中体现。现据各书序文述其取本及疏解采

择之况列表如下。

《五经正义》及四经注疏之注本与疏解采择情况表

书名 取本 疏解

周易正义 王弼、韩康伯注本 综取往说

尚书正义 孔传（伪孔传）本 刘焯、刘炫

毛诗正义 毛传郑笺本 刘焯、刘炫

礼记正义 小戴记郑注本 皇侃、熊安生

春秋左传正义 左氏杜注本 刘炫、沈文阿

周礼注疏 郑注本陆氏音义 综取往说

仪礼注疏 郑注本陆氏音义 黄庆、李孟悊

春秋穀梁传注疏 范宁集解 徐邈等

春秋公羊传注疏 何休解诂 北朝经师 ①

资料来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6、110、261、1223 —1226、1698 —1699、633 —636、 

945、2358、2190—2191 页。

由此即可直观地看出《五经正义》和后续四经注疏之所承。首先，除何休《公

羊传解诂》属今文经学，范宁《穀梁传集解》可算今、古参半外，其余各经从经本

到疏解皆属古文经学系统，是为魏晋以来经学发展以此为主流的写照。其次，除何

休《公羊传解诂》、郑玄《毛诗笺》和三礼注为东汉所撰外，其余经本皆来自魏晋，

疏解则全为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经师之作，列表中的“综取往说”，也不外乎是参考

此期各家之说再自出机杼。这当然是魏晋以来经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极大充实、

更新汉儒所释的体现。最后，经本所取侧重于南，即除何休《公羊传解诂》、郑玄

笺注南北通行外，王弼与韩康伯《易》注、《尚书》孔传、《左传》杜预注、《穀梁

传》范宁集解，为东晋南朝所持续流行；但疏解除东晋徐邈、梁朝皇侃和陈朝沈文

阿外，其余皆为北朝至隋经师。这也透露《五经正义》和四经注疏取择南北经学成

果时，总体上还是作了平衡。当然北齐熊安生、黄庆，尤其是隋代刘焯、刘炫、李

孟悊各自所治，多已兼采南朝经说，故其疏解述义特为孔颖达等重视，除反映了唐

初承隋进一步统一南北经学的用意外，也是北朝经学在南北交流和兼容并蓄中不断

发展、繁荣的例证。

据上所述，足见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动力强劲，成果繁富，与现实政治和社会

 A   《春秋公羊传注疏》只存何休序，其疏作者徐彦生平及其时代为经学史上一大公案。清

阮元、王鸣盛至近人潘重规等考证其为北朝儒者，虽不必为定论，然其疏解内容多采北

朝当可无疑。参见潘重规：《春秋公羊疏作者考》，《学术季刊》第 4 卷第 1 期，1955 年；

重泽俊郎：《公羊传疏作者时代考》，《学术季刊》第 4 卷第 2 期，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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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密切，且因古文经学成其主流而今文未绝，南北各家所承各异又交光互摄，显

得格外绚烂多彩、特色鲜明，胜义创见层出不穷。唐初以来确定《五经正义》和四

经注疏的取本采择之况，正突出体现了魏晋南北朝经学对于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发

展，而其所以多取魏晋经本和南北朝各家疏解，也正是其聚集了前人卓见，又随时

代递迁而特有所重所长、成就已得举世公认的结果。这也证明魏晋以来并未出现经

学中衰跌落的鸿沟，而是展示了一代代儒生继续汉儒未竟之业，不断开拓经学前沿

的壮阔场景。

四、玄学之旨归及其对儒学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思想界一个至为夺目的现象，也是评估当时儒学态势必须面对的

问题，是玄学兴起及与之相伴多种思想、学术碰撞交流的潮流。在如何看待此期儒

学、玄学和儒、释、道关系等问题上，《隋书·经籍志一》经部后叙述经学末流之

弊有曰：

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

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

滋生。先王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汩之以放诞。陵夷至于近代，

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雠

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 成

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A

隋志承《七略》而述各类学术之得失，这里所称经学自后汉杂图谶，晋世重玄言，

多杂“方外之理”，确为实情；但将此斥为“妖妄”、“放诞”，以相应的学风之变为

“去正转疏”，把染有名辨玄谈之风的“豫造杂难，拟为雠对”等讨论方式一竿子打

翻，就颇具原教旨色彩了。直到清代的部分学者，更以为“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

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B此虽着眼于章句训诂，但态度亦较长短

并说的隋志偏激。这些都是现代学者不能接受的看法，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学，又何

尝不是像其他诸子那样，在争相立说的竞争和杂取各家成分中形成？包括儒学在内

的所有思想、学术，凡能开放包容、广采博收则发展壮大，凡自闭墨守必僵化死亡，

故若以玄学、释、道羼入其间即以为儒学失色，无异于持僵死之道而诋生长之蓬勃。

当然现代学者也有自己的执着和问题。经几代学者反复切割界定的玄学研究，

在揭示其哲学突破和思想解放的内涵上精彩纷呈，但在玄学究竟为什么兴起及其对

汉儒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往往仅就儒道兼综等玄学派生问题理其渊源，而忽视了人

 A   《隋书》卷 32《经籍志一》，第 947—948 页。

 B   江藩：《汉学师承记》，上海：中西书局，2012 年，阮元“序”，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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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何以要关注老、庄，以及何以要开掘多种思想资源来追寻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就

多少有些脱离历史实际。A不少学者迄今仍倾意于玄学相较于以往的本体论、方法

论变革，及经学的日薄西山或僵化不堪来解释其兴起，就像另一些学者常把魏晋南

北朝文学自觉、史学发达、子学流播等事态归因于儒学“衰落”一样。本文前面所

述，应可表明其说碍难成立。即就儒学常识化趋势而言，在学界所揭玄学兴起的诸

多背景和原因中，B这实际上是一个总的背景，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像钟

会这样家世教养出类拔萃的士人，少已熟诵五经、晓其训解，继再研习深造而“问

四方奇文异训”，故其后来亦好老庄、玄谈，可谓自然而然。即便出身一般，凡好

学深思者多年沉浸于儒经，学问成后无论厌爱，均不愿陈陈相因而欲进取开拓，难

道不是古今皆然之理？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述其时学尚有别于两汉之专经，文曰：

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以下，总丱之年，

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史，略无卒业者。冠冕为此者，

则有何胤、刘 、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

刘绦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

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

外率多田野闲人……C

其下文即以为士人所以不肯专儒，兼通文史，是因其既“明练经文，粗通注义”，

已足立身处世，遂可兼求旁通而何必专攻经解徒耗光阴。颜氏所述实为儒学常识化

对南北朝学贵博涉之风的影响，可见魏晋玄学援引老、庄而另辟蹊径的缘由。D刘

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自述所以论文，是因“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

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

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E亦

 A   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在《王弼〈老子注〉研究》一书中，对汤用彤《魏晋玄学

论稿》关于汉代思想与魏晋玄学存在根本差异的论断，及其玄学分析架构有所批判（杨

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4—799页）。相关讨论还可参见张海燕：

《魏晋玄学与儒学》，《河北学刊》 1993年第3期；严耀中：《关于魏晋玄学属性的再辨析》，

《中华文史论丛》2017 年第 4 期。

 B   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23—
133 页；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57 页。

 C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 3《勉学》，第 213 页。

 D   包弼德（Peter K. Bol）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导言中，论汉唐间文儒兼综

之风，即以为汉以后因多重社会和思想背景，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旧式儒生，所谓“儒

学”毋宁说是“士学”（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8—29 页）。

 E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 10《序志》，

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6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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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此理。

这绝不是弃儒从文。《文心雕龙》首列《原道》《征圣》《宗经》篇，似亦受玄

学影响，然其阐天下文章原出“玄圣创典，素王述训”，A各种文体本乎五经，实为

经学主导并渗透于文学理论的典型。上引《颜氏家训》则明言所举诸人“好经术”、

“不徒讲说”，是其亦讲经疏解，正如公认的玄学宗师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等各

有经注之作一样。因此，倘以为魏晋士人纷纷弃儒转从老、庄，那根本不是事实。

揆之史传，谈玄诸人大体仍是儒生本色，他们在文史子学上所获成就总的来说仍与

刘勰相类，不仅在所涉领域发挥、发展了儒学理念，而且常在以往未及的前沿提出

和解决问题。质言之，玄学兴起与同期开启的文学自觉和史学发达相类，既不是也

无须以儒学“衰落”为前提，而恰恰是儒学常识化导致儒学自身及相关学术、理论

发展的一系列新生态、新趋势之一，不妨视为普及与创新提高常相关联的例证。如

果说玄学尤为令人激赏的话，那也是其关注的儒学与现实问题至为重要，好以“四

方奇文异训”阐释《易》及老、庄的形上之道，又甚讲求名理，思辨更为发达且又

情感饱满之故。

关于魏晋时人谈玄论道的出发点，王弼《老子指略》有曰：

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

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

“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

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

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

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B

所说“‘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即魏晋南北朝人称的“玄

言”，而所以概之为“玄言”，是因“道”既冥默超绝难以言说，无以名之而姑

“谓之曰玄”，其言自必抽象深微，“玄之又玄”。因此，“玄”缘“道”来，当时这

批学术精英不是为谈“玄”而论“道”，而是因论“道”而谈“玄”，也正是由于

谈“玄”论“道”既有《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论语》君子“志于道”等儒

经观点可凭，又须汲援特擅于此的道家、名家等学说，才出现了儒、道关系和有

无、名实、言意等一系列问题。这种不能倒错的顺序，正说明儒、道关系及有无

之类的辨析讨论均为派生问题，而玄学的首要问题和出发点在“道”，在“道”所

蕴含的人间至理、万物本原。那么，时人为什么要把有关讨论聚焦于“道”，即便

其“玄之又玄”也不得不说呢？这是因为汉儒已把人间至理和万物本原归为天道，

 A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 1《原道》，

第 2 页。

 B   王弼：《老子指略》，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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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已随儒学常识化进程盛行于世，却又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遂须在其前沿

拓展探索。

由于学界论之已多，在此毋庸赘述董仲舒等经师续加阐释的理论体系，是要

落实、巩固儒家倡导的统治理念和伦理准则，遂着力以天道为其系统有序并合乎宇

宙至理的本原；A也不必说扬雄《太玄》综合儒、道讨论玄理以来，不少儒生已本

“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与天道”，有惑于流行天道观中的天人感应、灾异谶

纬等神学色彩，兼以玄虚之道济其不及。有必要强调的是，在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

《白虎通》中，几乎所有王者为治的设施名物，从爵谥名号、祭祀礼乐，到设官分

职、政教征诛、三纲六纪等，均被定论为出于圣人而归原天道。这不仅集中体现了

独尊儒术的政治、社会整合成果，也直接构成了东汉以来名教体系的基本内容。B

魏晋谈玄各家所以聚焦于“道”，核心就是重新讨论这套名教体系背后的圣人之义

和天道本原，并因他们都借《易》理和老、庄学说，修正盛行于世有类神学的天道

观，以抽象形上、以无涵有的自然之道诠释圣人所说名教的终极本原，C于是也就

有了“名教与自然”这个公认的玄学根本命题。

对名教背后圣人之义和天道本原的辨析追寻，在汉魏以来的思想学术图谱中，

无疑属于典型的经学前沿问题讨论，同时也与先秦以来道家认为王者制作乃“失道

而后德”之类的立论合拍。因而魏晋玄学回到儒经原典，又综合老、庄等学说，追

寻作为名教本原的天道由来及意涵，正上接扬雄以来儒生的疑惑和所论。而其进一

步以契合天地万物本性的自然形上之道为天道背后的终极本原，基此阐发名教所

蕴的圣人本意或名教体系的合理状态，实际上与董仲舒当年以笼罩宇宙的天道来

统一人间秩序一样重要而迫切。D《周易·乾卦》王弼注有曰：“不为乾元，何能通

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即强调了本原问题贯于万物而通其本性之切

 A   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35—176 页。

 B   名教之“教”指政教礼乐，“名”应是从春秋战国以来流行的圣人制事立名之说得义，

可以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述治天下首须深察名号，“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

天”释之（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 10《深察名号》，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88 页）。故魏晋时人所说的“名教”，即出于圣人而归原天道的政教礼乐及其设施、名

物，是在《白虎通》一一为之定论的基础上再加论说的。

 C   《老子》第 25 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自然者，无称之

言，穷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

转相法也。”（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第 64 页）

 D   金春峰：《修订增补第三版序——汉代经学哲学的产生与特点》，《汉代思想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8 页。



89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

要。A《老子》第 38 章王弼注曰：

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

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

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

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B

意即圣人所崇仁德礼义的淳厚清正，是以无形无名的自然之道为本才达到的，若舍

此本原，徒按一般说教或人格化天道意志为之，则必好恶争竞而邪乱丛生。C这也

可见谈玄诸家那些“玄之又玄”的讨论，无非在问题最终归结到万事万物背后的形

上之道时不得不然，但其内在的问题本身仍来自人间秩序，来自其是否合乎圣人本

意的疑问。

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核心价值的流行均会自然而然与功名利禄相伴，又不

能不因此而丛生诸如说教、僵化、矫揉、伪滥之弊。魏晋南北朝继汉发展，很大一

部分政治、社会和理论问题均与此密切相关，因而对名教本原及其失本异化之弊的

讨论，不仅王弼、何晏多有所说，在其他各家阐述中也比比皆是。嵇康《释私论》

开头即曰：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

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

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

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D

此即“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激进观点之所出，其针对的也是有违大道、背离人

及万物本性的矜尚多欲和是非纷乱。E又《庄子·骈拇》“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 郭

象注曰：

 A   王弼：《周易注》上经《乾》，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 217 页。此“性”即万物

本性，《周易·无妄》象辞“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王弼注曰：“物皆不敢妄，然后

万物乃得各全其性，对时育物，莫盛于斯也。”（《周易注》上经《无妄》，楼宇烈校释：

《王弼集校释》，第 343 页）

 B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95 页。

 C   王弼《老子指略》曰：“望誉冀利以勤其行，名弥美而诚愈外，利弥重而心愈竞……患

俗薄而兴名行、崇仁义，愈致斯伪，况术之贱此者乎？”（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

第 199 页。“兴名行”，原作“名兴行”，据校释意见改）所论尤切。

 D   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 35《魏嵇康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

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413 册，第 53 页。

 E   阮籍《达庄论》所言亦然，其文曰：“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

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

而荣生者失其真。”（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 34《魏阮籍集》，景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第 1413 册，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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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与物无伤者，非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万理皆当者，非为义也，

而义功见焉；故当而无伤者，非仁义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驰，弃我徇彼以

失其常然。故乱心不由于丑而恒在美色，挠世不由于恶而恒由仁义，则仁

义者，挠天下之具也。A

相传郭象注多袭向秀之说，此条所述背离物性奔驰于“仁义”而必挠世乱常，寓意

与上引王弼说仁德礼义相类。另如《庄子·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郭象

注曰：“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矫饰过实，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乱也”。《庄

子·外物》儒“以诗礼而发冢”，郭注曰：“诗礼者，先王之陈迹也，苟非其人，道

不虚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为奸，则迹不足恃也。”B显然也是借老、庄所说，以阐

名教失本适足以为矫伪饰恶之具。C

凡此足见王、何、嵇、阮、向、郭诸人，皆有鉴其时名教失本之弊，力欲使之

真正合乎圣人本意和万物至理。这就继承和发展了汉儒亟言圣人所阐本乎天道可为

永则，以改变“上亡以持一统”而“下不知所守”局面的论旨。D而诸玄学代表人

物所以其语玄远而所说痛切，也无非独尊儒术至于东汉以来，前贤不懈建立和神圣

化的名教和天道均已凸显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经汉末党锢之祸，人心思变，黄巾军

倡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以来的一系列变乱和魏晋禅代的波谲云诡，名教经常

沦为矫饰伪善的教条，以谶纬、灾异、星占体现其意志的天道，则被百般操弄，多

少罪恶借此以行。当此之时，人们力欲正本清源，为澄清名教的合理内涵而深究圣

人本意，E为明其“崇本息末”、“内圣外王”之义而援老、庄之所说；F遂以合乎人

 A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 4 上《骈拇》，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23—324 页。

 B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5下《天运》，第517—519页；卷9上《外物》，第927—928页。

 C   郭象《庄子注》释《天运》孔子陈蔡之厄曰：“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时过而不

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 14《天运》，第 512—
513 页）这与嵇康“非周孔而薄汤武”如出一辙。连同以上所引，足见郭象思想中仍有

激切的一面。

 D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2523 页。又《后汉书》卷 35《郑玄传》载其七十诫子，

自道夙志，“但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第1209页），为新形势下的同一用意。

 E   《世说新语·文学》述王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

有，恒训其所不足。”（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9页）

上博简《民之父母》述孔子以“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为君子德被天下所行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 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第 154—175 页），可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所载相证。王弼等人所

说的“圣人体无”之义，亦非于儒无据。

 F   王弼《老子指略》曰：“《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 

（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 198 页）郭象《庄子序》曰：“夫庄子者，可谓知本

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

知有物之自造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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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乎自然的形上之道为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使合理的名教秩序得其根源、知

其所归而通其滞碍，以消除人格化天道意志易被曲解的理论缺口。其说既起，因其

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力不容忽视，各派人士遂纷陈其说，各抒己见，遂有所谓魏晋玄

学风起云涌的历史画面。A非此即难以说明玄学诸代表人物皆为儒生且多经学建树

的事实，亦无从解释东晋南朝玄学为何以名教与自然同一为其总体方向。

魏晋南北朝玄学各家虽立场、观点、方法多端，妙旨奥义各有不同，讨论重心

之递嬗或阶段性表现常你中有我，其况复杂，但就基本共性而言，玄学归根到底仍

是一批学术精英对两汉定型并趋于常识化的儒学体系，尤其是对据此建构的名教秩

序所蕴问题的探讨，其首要问题是要深究名教背后的圣人真义和终极本原，旨归在

于批判、纠正名教秩序的失本异化之弊，由此兼采道家、名家等说，重新阐解儒经

之义，扩展至天地万物之理及其应如何认识等种种问题。正因如此，玄学对当时儒

学体系和名教秩序的质疑、修正，其代表人物离汉儒所阐经解、叛汉儒所演天道的

众多理论建树，正所以维护、发展而不是要打倒名教及其所基的经学，故其不仅不

是儒学僵化、衰落的反映，而恰恰是其富于活力、兼容并蓄的体现。

当然在玄学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脱离主题的比重确在增加，尤其外围所及，论

题枝蔓，究心于老庄、名理及诸局部问题往而不返者所在多有，至于形形色色的任

性放达又当别论。这也是思想、学术史上的常见现象，前沿探索总是会出现异端，

更何况是在已成圭臬而被神化的经学前沿。因此，尽管玄学从出发点到根本问题确

应归属儒学，却也不必把玄学流衍的各种观点一并包括在内。无论如何，玄学确实

丰富、拓展了儒经义解，修正和强化了儒学关于名教体系及其本原的理论，同时也

发挥发展了老庄、名理乃至佛学等说，使之汇聚交融于对其时所行秩序体用本末的

认识。可以认为，玄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各家之说在异同离合中彼此碰撞、激发，

最终俱得相应发展而非对冲零和关系的状态，也为如何看待思想、学术史层面上的

儒、释、道关系提供了借鉴。

结    语

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场景广阔，层面多端，各阶段和区域情形复杂，又关乎秦

汉和隋唐儒学及统治指导思想的认识，牵涉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诸多公案，

可谓问题重大而研究不易。以作者之力和区区此文，实无法对之作全面讨论、一一

勾勒，只能就其中要者，也是学界以往讨论尚可加强的方面，对其基本史实略作清

 A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180—205 页；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北京：三联书店，1955 年，第 311—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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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此提请思想史界省思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的问题，推进相关讨论的进

一步深入。综合前文所述，魏晋以来儒学及有关理念、知识逐渐成为常识，经学发

展动力强劲而著述繁盛，儒学前沿问题讨论也极为活跃，且能兼综各家之说，形成

玄学这样在理论和方法上俱多创辟的学风流派，这些重要方面均直承汉代相关态势

而来，又切实拓展了儒学的基础、主干和论域。对于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思想、学

术来说，具有这些面貌皆可断为继往开来之发展，若反以之为“衰落”者，恐怕都

是因先入为主的立场、观点偏离事实，扭曲认识所致。

作为官方推崇的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魏晋以来的儒学固然存在神圣化、教

条化和利禄所归、鱼龙混杂等大量问题，却也始终保持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

一面。如前已讨论的，蒙学教材代表的儒学常识化，意味着其对天地万物、人间现

象的诠释力世所公认，足以指导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遂得成为公共知识的重要组

成部分。古文经学代表的经学发展，从儒经内在学理的探讨，到外在形势的理论需

要，各有旨趣，相互激发，是为其著述如此繁富的动力所在，其中大都应归为结合

实际的学术前沿讨论和总结。玄学深究名教秩序和儒学体系背后的圣人真义、终极

本原，正代表了当时儒学最尖端前沿的探索，又是脚踏实地直指人心而融贯老、庄

等学说的典型。这些蔚为风气、影响深远的事态，都不能简单视为某个集团或朝廷

百般推广灌输所致，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基础涵泳浸润的结果。

本文限于篇幅未及详论的，如儒、释、道关系的展开，所呈现的是道教转型和

佛教中国化不断兼容儒学、靠拢名教的大势，以至三家主流终视彼此为殊途同归，

这当然也是儒学因应宗教挑战和社会秩序整合问题的发展过程。有必要指出的是，

在汉武帝以来儒学地位和作用逐渐确立的历史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又是儒学所尚政

治与制度理念得到贯彻落实的高峰期。近年学界对陈寅恪提出、瞿同祖精加论证的

“法律儒家化”命题多有新论，但对魏晋以来律令体制及其贯彻儒学理念的状态达

到新的水平并无疑问。由于律令在法律上明确了基本国策和各项制度，因而陈、瞿

二先生所论魏晋以来以律令为主体的“法律儒家化”进程，实际也就是政治和制度

各方面继汉之势的进一步“儒家化”，从而全面推进儒学向整套王朝体制的渗透。

其进程至北魏孝文帝和南朝梁武帝以来明显加速且相互影响，并为隋唐统治框架和

各项制度奠定基础，则为公认的事实。这个在南北各有其问题和线索，总的却仍可

以“儒家化”概之而逐浪高涨的进程，不仅构成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的又一

反证，而且是儒学所蕴统治模式和理念既适应形势持续贯彻、落实，又面对现实加

以调整、丰富的集中体现。

也正是因为保持和发扬了战国秦汉儒生基于现实进取探索的传统，魏晋南北朝

战乱血火间特有的胡汉关系、南北对峙、士庶互动、礼法建置等严峻复杂的因素，

反倒成了向以家国命运为怀、素擅政教治理之术的儒学发其忧思宏论的辽阔纵深场

域。综观此期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各有不同的人物，为人乐道的多为放达不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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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蕴藉之士，以及那些勇猛精进、舍生忘死的高僧和创辟教门、穷究道法的名道，

这些自然都是值得推崇的一时之英，但同时也应看到，大量为保种留命、襄成王

道、传续学脉而不懈努力的寻常文儒，其弘毅坚韧、忍辱负重而树义立说、拯世济

民的德业品行，比之前者又何尝稍逊？其虽为数甚众，难以留名青史，却无疑构成

当时思想学术和相关群体所以光华灿烂的厚实基础。从人能弘道的角度，这应当说

是处于艰难时世的魏晋南北朝儒学所以仍能获得巨大成就、相关经解著述所以繁盛

的基本原因。

对魏晋南北朝儒学态势的评估，关乎中古思想文化及诸多政治、经济、社会、

制度问题的研究，牵动中国思想史递嬗脉络的建构，乃至整部中国古代史发展线索

的探讨。本文所述，当然不可能遍及儒学发展的各种表现，更无意全面讨论儒、玄

关系和今人就此提出的诸多命题，主要是想梳理和明确史界习见的事实，尝试在

前人基础上论定魏晋以来儒学仍在继续发展，“衰落”说无论从何种角度均难成立。

其内含的指向，则势必要否定儒学衰落而玄学随之兴起之类的观点，进而质疑以往

关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的阶段性概括。对于兼

具哲学和史学属性的思想史研究来说，关注、抉发各种思想变化，尤其是那些富于

时代特色的新思潮，不仅理所当然，更有重大价值。但变化自有基底，思潮必多依

傍，任何时代的新说新见无不有其特定继承和发展关系。当魏晋以来儒学逐渐普及

成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基底和解释其他知识的知识以后，各时期思想现象的相互关

系，尤其是思想主流和贯通其间的脉络，实际上已再也不能离开儒学而另行梳理或

建构了。显然，问题不在于对各时期思想观念和学说、理论的采英撷华，而在于上

列概括透过了普遍现象而精辟独到，却不免因为求其俊逸而不辨牝牡。迨至其形成

定式，流衍至今，不少学者现成借用其说以为预设再论其他，几乎放弃了对各阶段

思想现象所以相互关联而非断裂破碎的机理思考，忘记了这些富于时代特色的思想

现象本来皆与儒学密切相关的事实，整部思想史遂在这样的研究中显得支离愈甚。

因此，进一步清理、深化前贤所揭中国思想史阶段递嬗和贯穿脉络的认识，无疑是

学界共同面临的课题。

〔作者楼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长沙 410082〕

（责任编辑：高智敏）




